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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特殊类型地区

工业碳效率的政策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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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建立碳市场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探索，同时国家也高度重视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特别是

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因此，将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4—2019 年中

国省级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湖北、重庆这两个关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省市试点政策的工业碳

效率的影响进行比较评估。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湖北、重庆工业碳效率；在异质性分析中，

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湖北、重庆的重、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而对低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影响不明显。其中，

湖北的重污染行业的碳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而重庆的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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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活动产生过量的温室气体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问题更是全球瞩目。中国是全

球碳排放大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节能降碳政策，积极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1]。其中，碳交易市场

作为有效的碳减排手段，聚焦试点区域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不仅能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和减少工业企业碳排放量，还能够通

过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减排，是政府正积极推行的具有针对性的减碳手段。

2021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强调要完善特殊类型地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支持

特殊类型地区绿色转型升级。湖北和重庆是特殊类型地区相对较多的省市，同时面临着激发欠发达地区发展、振兴革命老区、

推动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绿色转型等多项发展任务；也是高污染产值占比相对较高，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难点区域。那么，

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特殊类型地区相对较多的省市的工业碳效率的提升，对湖北和重庆的政策效应又有何差异？

随着我国 2011 年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 7 个省市进行碳交易试点，越来越多文献关注到碳交易市

场。近年来关于碳交易研究的文献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类：一是关于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和设计[2,3,4]，包括碳市场覆盖的行业

[5]、碳市场配额[6]、制度环境等，以及碳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二是关于碳交易市场带来的影响研究，碳交易市场对

碳减排[7,8,9]、碳强度[10]、能源强度[11]、碳效率[12]等的影响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评估碳交易的影响。一部分学者使用经典的双重差分法对碳交易市场进行研究。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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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3]使用 LMDI 和 DID 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降低碳强度。ZHANG 等[14]等使用

DID 和空间 DID 等方法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调整能源结构显著改善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耿文欣等[11]

使用合成控制法，对碳交易试点对湖北能源强度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使得湖北能源强度下降。LI等[15]使用

CGE 模型研究碳交易市场对电力行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碳市场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虽然在短期会对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减少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他们进一步关注到这种减排是否是以遏制工业经济发展

为代价达成的，或者说这种减排是否有效率。ZHANG 等[16]研究得出中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所涵盖的工业行业的碳排

放量，但没有降低其碳强度，试点地区的碳减排主要是通过工业行业的产出减少实现的。CHENG 等[1]用改进的非径向定向距离

函数（NDDF）构建了碳效率（TCEI），研究发现我国工业的碳效率较低，很多省份的工业碳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该文

献研究的是普遍的情况，并未对碳交易试点政策进行研究。贾智杰等[17]研究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碳效率的影响，发现碳

交易试点政策对一线城市和直辖市的碳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未进一步对工业碳效率进行研究和阐述。

综上所述，我国对碳交易试点的影响研究较多采用了双重差分或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的方法，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了

碳交易试点对碳效率的影响，但鲜有学者采用合成控制法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效率的影响，特别是对碳交易试点政策

对特殊类型地区工业碳效率的政策效应检验与异质性比较分析。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本文对特殊类型地区相对较多的湖北和重庆的碳交易试点情况进行研究，即重点关注特殊类型地区碳交易试点情况。湖北

和重庆同时面临着激发欠发达地区发展、振兴革命老区、推动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绿色转型等多项发展任务，有相较其他

试点地区更紧迫的产业绿色转型、节能降碳需求，并且湖北和重庆都是 2011 年 10 月首批列入碳交易试点的省份[5]。截至 2022

年 4 月，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占全国市场 33.05%，累计成交额占全国 55.07%；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

占全国 2.59%，累计成交额占全国 2.14%。本文在以上情况下进一步重点考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湖北和重庆工业碳效率政策效

应的异质性。

1.2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SCM）评估湖北、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省级工业层面碳效率的影响。合成控制法（SCM）运用反事

实思路，根据处理组的多重特征，为处理组构建出一个更为合适的对照组[18]，并且合成控制法能够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对

受政策冲击的样本进行评估，相对于 DID 更适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效应。

研究的处理组是湖北和重庆，对照组为 23 个非试点省份（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研究时期为 2004—2019 年。

湖北和重庆都是 2011 年 10 月纳入碳交易试点的省市，故选取 2012 年作为湖北和重庆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给定 N+1 个省份在

t∈[1,T]时期的碳效率为 TFCEit，其中 TFCENit 为省份 i在 t时期未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时的碳效率，TFCEYit 为省份 i在 t

时期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时的碳效率。构建模型 TFCEit=TFCENit+Ditαit,Dit 是一个虚拟变量，省份 i 在 t=T0 时期是试点

地区时 Dit=1，否则 Dit=0；αit 表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碳效率的变化情况。T>T0 期后，政策效应可表示为τ

it=TFCEit-TFCENit。TFCENit 不可观测，本文参考 ABADIE 等[18]提出的基于参数回归的因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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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t 为时间固定效应；Zi是一个可观测到的 r×1维协变量，表示可以观测到且不受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的控制变量；

μi是一个 F×1维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向量；θt 是一个 1×r维待估计的参数向量；λt 是一个 1×F维不可观测的公共因

子向量；εit为扰动项。

用控制组省份的加权来模拟对照组的特征，构建 N+1 维的权重向量，控制组省份 j的权重 wj≥0且有 w2+…+wN+1=1。TFCENit

是控制组的加权平均，对处理组估计的结果变量为：

假设存在权重向量满足：

确定τit 的关键在于求出权重向量 W*,W*由最小化 X1 与 X0W 之间的距离函数 得

出。其中 X1 是试点政策实施前实验组的 R×1 维特征向量，X0是控制组的 R×N维特征向量，第 j列是地区 j相应的特征变量，

V是 R×R 维对称的半正定矩阵。借鉴 ABADIE 等[18]的研究，运用 Stata 软件确定 V 和 W以最小化 T0 期前合成地区与试验组的

碳排放轨迹，进而评估政策实际减排效果。

1.3 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

本文使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对省级工业层面的碳排放效率进行评估[19]。DEA 模型是一种对评估对象之间相对效

率进行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的方法。技术效率是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衡量，反映一个生产单位的技术水平。综上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有 K 个决策单元（DMU）、Z 个投入向量、V 个期望产出向量和 W 个期望产出向量，每个 DMU 的输入—输出向量可以用矩阵

的形式表示。这些输入和输出矩阵分别是 x∈R+Z,y∈R+V,z∈R+W。公式（5）中，sx、sy、su 分别代表对应向量的冗余量，λk

为各个决策单元的权重，分子分母分别为投入和产出无效率程度。ρ为所求的碳效率值，位于 0和 1之间。当ρ=1 时，表明决

策单元位于前沿面上，碳效率最优；当 0<ρ<1 时，则表明决策单位的碳效率还存在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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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变量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碳效率，可以用来反映碳排放的表现，在保持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增长较缓、不增长或者逆增长

的情况下实现相对经济的增长[20,21]。碳效率的估算基本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多要素两种[1]。单一因素碳效率基本使用碳排放

与某一投入产出要素的比值反映，但是它们只能反映某些方面，评估较为片面。全要素碳效率通过估算多要素投入下的实际碳

排放和最优碳排放的比值，对碳效率的评估较单要素更为全面和合理。综上所述，本文也使用全要素的碳效率来对省级工业层

面的碳效率进行测算。

本文通过 MATLAB 编程来实现 SBM，并对中国省级层面 27 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碳效率进行测算。由于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数据

缺失所以未列入研究，北京市、上海市经济特征较为特殊，所以也未列入研究。统计数据为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处理基期为 2004

年。关于行业数据的合并，在 2004—2011 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进行统计，在 2012 年后《中国工业

统计年鉴》对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分别进行统计，本文保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 12

年后对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加总作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本研究的全要素碳效率使用 3 个投入量，1个期望产出量，1个非期望产出量。（1）资本存量 K，使用固定资产净值表示，

可直接使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统计数据，在未统计该指标年份使用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得到，省级工业层面数据用

全国分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省级工业行业数据使用全国行业层面的生产者制造指数 PPI 进行平减；（2）劳

动力投入 L，使用平均用工人数表示；（3）能源消耗 E，将所有消耗能源折算为标准煤并加总；（4）主营业务收入 R作为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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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并使用全国行业层面的生产者制造指数 PPI 进行平减；（5）二氧化碳排放 C作为非期望产出。

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选取（1）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人均 GDP 的对数表示，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效率的影响；（2）产

业结构，选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3）外商直接投资，选取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对外开放越高越有

可能实现先进技术的转移从而提高碳效率；（4）能源强度，选取能源消费量/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增强可能会使碳效率下

降；（5）人口密度，选取常住人口/土地面积，该地区人口数和质量可能会对碳效率造成影响；（6）技术进步，高技术产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GDP 表示，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碳效率；（7）城市化率，选取城镇人口/区域总人口。

1.5 数据来源

省级经济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 CEADS 数

据库[22,23]，工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平均就业人员、主营业务收入均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高技术

产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 Wind 数据库。

2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2.1 合成控制法的有效性检验

一个合理的合成省份需要在政策冲击前尽可能和实际地区保持一致，且在政策冲击后与实际地区差异越大，则说明该政策

效应越显著。图 1 展示了 2004—2019 年湖北和合成湖北的工业碳效率，图 2 展示了 2004—2019 年重庆和合成重庆的工业碳效

率，图 3 展示了湖北与合成湖北的工业碳效率的差额，图 4 展示了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工业碳效率的差额。

从图 1～图 4 可以看出，在受到试点政策冲击之前（2004—2011 年）的湖北和合成湖北、重庆和合成重庆的工业碳效率的

误差均较小。具体而言，2004—2011 年湖北与合成湖北的碳效率平均误差为 0.002,2004—2011 年重庆与合成重庆的碳效率平均

误差为 0.006。同时参考相关文献中的误差，发现本文的误差在合理的范围，说明对湖北、重庆的合成控制是相对有效的。

2.2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湖北、重庆工业碳效率的影响

表 1、表 2展示的湖北、重庆合成控制的最优权重，即权重不为零对应的省份。由表 1、表 2所示，合成湖北是由山西、内

蒙古、安徽、湖南四个省份加权平均得出，合成重庆是由安徽、江西、广西、海南、青海五个省份加权平均得出的。

表 3 展示的是 2012—2019 年湖北、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效率的影响效应。从图 1、图 2可以看出，试点政策在刚

出台的时候对碳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湖北的碳效率只出现微弱的上升，重庆的碳效率甚至出现轻微的下滑，2013 年及以后碳

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碳效率的提升，湖北、重庆的碳排放效率总体都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结合表 3、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湖

北、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湖北、重庆的工业碳排效率，碳交易试点政策对湖北、重庆的工业碳排效率呈显著正向的

影响，并且影响是随时间持续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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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北工业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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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庆工业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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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湖北实际碳效率和合成碳效率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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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重庆实际碳效率和合成碳效率的差额

从表 3 的数据看实际湖北与合成湖北工业碳效率的差值在 2018 年为 0.185、在 2019 年为 0.152、2012—2019 年平均差额为

0.123，实际重庆与合成重庆工业碳效率的差值在 2018 年为 0.165、在 2019 年为 0.214、2012—2019 年平均差额为 0.100。从

近期数据看重庆工业碳效率上升更快，但从长期来看湖北工业碳效率的上升更平稳。

表 1 合成湖北对应的省份最优权重

省份 山西 内蒙古 安徽 湖南

权重 0.056 0.458 0.366 0.120

表 2 合成重庆对应的省份最优权重

省份 安徽 江西 广西 海南 青海

权重 0.170 0.517 0.141 0.022 0.149

表 3 2012—2019 年湖北、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效率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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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湖北 0.023 0.111 0.117 0.130 0.152 0.117 0.185 0.152

重庆 -0.016 0.105 0.075 0.076 0.135 0.048 0.165 0.214

2.3 结果分析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湖北、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效率的影响，从总的来看都十分显著，从近期看重庆工业碳

效率上升更快，从长期来看湖北工业碳效率的上升更稳。说明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湖北、重庆的工业企业积极的节省能源、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11]。并且碳交易试点政策带来的碳效率的提升说明了湖北、重庆实现的减排不是以遏制工业经济发展来

达到的，它促进了经济正向绿色发展[17]。总的而言，碳交易试点政策正向促进了特殊类型地区相对较多湖北、重庆两地的碳

效率的增长，即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帮助特殊类型地区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但是从湖北、重庆的碳交易量和碳交易额上看，湖北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远胜于重庆碳交易市场，而湖北、重庆工业碳效

率的提升都十分显著。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存在市场机制的功能缺失，碳交

易市场机制对碳减排的作用有限。碳交易市场的碳减排效应除了来源于碳交易还受到地区行政干预的影响，因此当前试点地区

的碳市场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实现工业碳效率的提升[21]。所以在湖北、重庆碳交易市场活跃度差距较

大的情况下[24]，湖北、重庆的工业碳效率的提升差距并不大，甚至在短期重庆工业碳效率的提升幅度大于湖北碳效率的提升

幅度。

3 稳健性检验

3.1 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有效性，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使用 ABADIE 等[18]提出的排序检验法即安慰剂检验，来评估碳交易试点

政策是否稳健。该检验的过程可以解释为：假设一个没有进行碳交易试点的省份和进行碳交易试点的省份在同一年实施了碳交

易试点政策，并将前文作为对照组的省份作为它的对照组构造出这个省份的合成控制省份，然后对该省份实际碳效率和合成省

份碳效率的差异进行对比即可得出政策冲击的影响。对每一个对照组的省份进行同样的处理，然后对安慰剂检验得到的对照组

的碳效率的差值和实证分析中湖北、重庆的碳效率的差值进行对比。如果湖北、重庆与合成的湖北、重庆的工业碳效率的差值

来源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那么实证分析中的碳效率的差额应远大于安慰剂检验所得到的差额。通过安慰剂检验可以得到

剩余 23 个省份在 2012 年受政策冲击前的年均方差，去除掉对照组中在政策出台前年均方差大于湖北、重庆 5 倍的省份。

图 5、图 6 是湖北、重庆工业碳效率差值分布以及其他非试点省份碳效率差值分布，其中图 5的实线对应的是湖北、图 6的

实线对应的是重庆，虚线对应的是 2012 年前年均方差值在湖北、重庆的年均方差 5倍内的其他省份。2012 年前，湖北和其他省

份的碳效率的差值相对较小，但在 2010 年不少非试点省份的碳效率出现了较大波动，可能与 2010 年为“十一五”收官之年有

一定联系。2012 年后湖北碳效率出现较大程度的增幅，并且其增幅有一些波动但显然大于其余非试点地区，说明湖北碳交易试

点政策相对提升了湖北碳效率。剔除山东和青海之后还剩 22 个省份，表明有 4.5%(1/22）的概率出现湖北与合成湖北碳效率存

在较大的差额。2012 年前，重庆和其他省份的碳效率的差值相对较小，重庆的碳效率差值非常平缓，拟合效果非常理想。2012

年后重庆碳效率出现较大程度的增幅，虽然其在 2017 年出现一个较大的波谷，但总体增幅显然大于其余非试点地区，说明重庆

碳交易试点政策相对提升了重庆碳效率。剔除山东和青海之后还剩 22 个省份，表明有 4.5%(1/22）的概率出现重庆与合成重庆

碳效率存在较大的差额。因此可以认为湖北和重庆碳效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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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迭代法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参考苏治等[25]的稳健性检验方法：以湖北省例，每次迭代删去加权平均合成湖北贡

献为正的一个省份，依次删去山西、内蒙古、安徽、湖南来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湖北的工业碳效率的效果是否会因为合成组

合权重的变化以及某个省份的缺失而受到影响。图 7、图 8展示的是湖北和重庆的迭代法检验结果，发现受到政策冲击后，湖北、

重庆的碳效率实际值都显著高于迭代结果。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效率的实证结果并不随着控制组省份的不同而变化，说明

结果稳健。

图 5 湖北工业碳效率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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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重庆工业碳效率安慰剂检验

4 行业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工业行业的能耗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所以在讨论碳交易试点地区对工业碳效率的影响时，有

必要进一步讨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工业行业碳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4.1 行业污染强度指数

为了更为客观地对工业各行业的污染情况进行评估，本文采用了熵值法来计算工业各行业的污染强度指数。基于数据的可

得性，本文选取的是 2019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41 个工业行业的数据，选择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颗粒物排放量、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氨氮排放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危险废物产生量 6 个指标来衡量行业污染强度指数[26,27,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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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湖北迭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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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重庆迭代图

4.2 行业污染等级划分

根据各行业的污染强度指数及排名，将行业污染强度指数前十认定为重污染产业，行业污染强度指数 10～20 认定为中等污

染产业，剩下的认定为低污染产业 1。

图 9、图 10 展示的是 2004—2019 年湖北、重庆重污染、中等污染、低污染行业碳效率的变化情况。总的来看，湖北省重污

染、中等污染、低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均呈现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在近两年有一些轻微的回落，其中重污染行业的碳效率上升

幅度最大，其次是中等污染行业碳效率，但近几年出现明显回落，低污染行业碳效率呈缓慢增长 18 年短暂的达到一个峰值后回

落到原来水平。重庆的重污染行业碳效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 2019 年达到最高点约为 0.5，中等污染行业碳效率增幅较大从 2011

年开始急剧上升达到 1 后并在之后年份维持在 1，低污染行业波动较为剧烈总体在 2014 年前总的呈上升趋势 2014 年后总体呈下

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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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湖北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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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重庆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碳效率

图 11 展现的是湖北、重庆重污染、中等污染、低污染行业的实际行业碳效率和合成行业碳效率，测算方法与前文相同。从

合成结果来看，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湖北重污染行业和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对低污染行业碳效率的改善并不明显。

对于重庆的合成结果可以看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和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都有提升的效果，其中对重污染碳效率

的提升不是特别明显，但显著提升了重庆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对低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几乎没有影响。综上所述，碳交易试

点政策对湖北和重庆重污染行业和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对它们低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影响较小，并且碳

交易试点政策对湖北和重庆重污染行业、中等污染行业的影响截然不同。

4.3 对湖北和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的进一步讨论

本文数据包含 2004—2019 年工业 27 个行业，这 27个行业在上文中分成的高、中、低三种不同污染程度。高、中、低三种

不同污染程度的固定资产净值、平均就业人数、能源消耗量、主营业务收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与全国工业的相关数据相

比的比值在 2004—2019 年的平均数如图 12 所示。由图 12 所示，重污染行业对固定资产净值、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上

影响较大；中等、低污染行业对平均就业人员、主营业务收入影响较大。总的来看，本文所使用的 27 个行业对整个工业行业而

言较为重要，选取的重污染行业对整个工业行业影响较大。

图 13 展示的是湖北、重庆在 2004—2019 年高、中、低污染固定资产净值、平均就业人数、主营业务收入、能源消耗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与全国工业的相关数据相比的比值的平均数。从总体来看，湖北和重庆重污染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明显

高于其平均就业人数、主营业务收入，是该省市能源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且能源消耗量略大于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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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湖北的重污染、中等污染、低污染行业的各项占比都高于重庆，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的各项数据。

图 14 展示了对湖北和重庆高、中、低污染行业影响最大的三个行业的碳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图。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是对湖北、重庆重污染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总的来看它的波动不大。对湖北重污染行业影响较大且碳效率保持较快增

长的行业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对重庆是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从三个行业总体来看，湖北的重污染行业的碳效率是高

于重庆的重污染行业，这与前文也是吻合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对湖北、重庆中等污染行业影响最大的行

业；对于湖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碳效率在 2008 年急剧攀升在 2012 年迅速下降，之后在 0.4 左右波动；

对于重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碳效率在 2008 年急剧攀升后一直保持在 1。此外对湖北中等污染行业影响较大

的纺织业碳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对重庆中等污染行业影响较大的医药制造业碳效率长期维持在最有效率的情形下。从三个行

业总体来看，重庆的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是高于湖北的中等污染行业，变动的趋势受重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的碳效率的影响较大，这与前文也是吻合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湖北、重庆低污染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对于湖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碳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对于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碳效率在 0.5 左右大幅波动。对于湖北、重

庆专用设备制造业的碳效率都呈现大幅上升，但湖北、重庆低污染行业受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影响并不明显。

图 1 3 湖北、重庆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的数据在全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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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湖北、重庆不同污染程度的实际行业碳效率和合成行业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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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27 个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的数据在全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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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2004—2019 年湖北、重庆不同污染程度的细分行业的碳效率

总体而言，湖北的重污染行业的碳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而重庆的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

5 结论

基于 2004—2019 年中国省级工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湖北、重庆两个关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的省市的试点

政策的工业碳效率的影响进行比较评估，并比较分析了湖北、重庆工业碳效率的变化情况。最后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工业行业的

碳效率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湖北、重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工业碳效率的影响都十分显著，说明碳交易试点政策可以帮助特殊类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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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但湖北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远胜于重庆碳交易市场，因此当前试点地区的碳市场工业碳效率的提升

可能是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的结果。最后，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工业行业的碳效率进行评估得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

高污染行业和中等污染行业的碳效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对低污染行业的碳效率影响较弱。其中，湖北的工业碳效率在重污染

行业方面的提升更为明显，而重庆的工业碳效率在中等污染行业方面的提升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的提升试点地区的工业碳效率，带动特殊类型地区经济绿色发展，并且碳交易机制能够以较

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的目标，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快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特别是鼓励特殊类型地区企业积极参加碳市场

交易。

(2）碳市场工业碳效率的提升可能是通过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协同作用实现，说明我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碳市场的

制度建设，增强碳交易市场对排放主体减排行为的激励效果，逐步确立碳交易市场的市场机制作用。

(3）要实现工业碳效率的提升，重污染行业的碳效率提升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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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重污染行业包含：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中等污染行业包含：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

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余工业行业为低污染行业。以上公布的

是 41 个工业行业的划定标准，最终本文按此标准对行业进行划分。


